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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地票制度的自然实验研究

米旭明　代 单

摘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需要在制度上确保广大农民能够更加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共享

改革成果。这就要求加快建立统一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优化配置的制度体系，在实现乡村振兴

的同时，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重点关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的制度功能，将地票制度改革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的统计数据，客观评估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该政策的实施不仅能

够持续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

的中间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会消费与农民职业发展是重要的影响渠道。为此，政策部门应持续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下尽快形成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农民通过级差地

租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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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施分地区和城乡隔离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管理制度。该制度有效地促

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大国人口持续跨地区流动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原

有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张平、袁富华，

２０１９）。一方面，城乡隔离的建设用地市场阻碍了土地要素的再优化配置，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另

一方面，分省“占补平衡”的土地政策抑制了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的产业集聚和经济扩张（陆铭，

２０１１）。由此，不少地区陷入城市与产业集聚区域用地紧张而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却大量闲

置的矛盾局面。这不仅牺牲了经济增长效率，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是实现城乡共同繁

荣的重要制度基石（刘守英，２０１８）。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市先后以地票制度为试验田，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

改革。在成渝试点的基础上，广州市与郑州市也开始逐步推进地票制度。理论上，地票制度的实施

能够赋予农村居民通过级差地租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为农民的迁移、家庭生活的改善、职业的发

展、农业生产的追加投入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城乡配置也能为地区产

业集聚发展提供有利的要素环境。既有文献从耕地保护、城市反哺和建设用地流转机制进行了理论

分析，旨在进一步深入理解地票制度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

一定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仅以农村或城镇单个视角分析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反哺效应，缺乏从城乡整

体视角的考察；对制度改革的经济效果缺少客观评估与量化分析；较少关注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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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产业发展的互动影响。

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且能促进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源再配置，进而

对城市产业集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重点关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的制度功能，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的统计数据，客观评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地区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作用和影响。可能的贡献在于：（１）在研究视角上，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评估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对城乡产业发展的作用，尤其关注土地优化配置后带来的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源再配置

对服务业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对农村农业优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作用，也

有助于理解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缓慢的问题。（２）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合成控制法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客观评估，有效地避免了样本选择偏误或未观测的其他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制度背景分析

在城乡分割的建设用地指标模式中，人口与土地不存在联动机制，这意味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与产业不影响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再配置。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的持续增加，一些地区的村庄出

现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规划不合理、普遍闲置的情况。由于难以获得级差地租，农户与农村基层

组织缺乏优化土地使用效率的积极性。这不仅使农民难以获得土地产生的财产性收入，也进一步导

致乡村建设用地粗放式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受限于城乡隔离的土地指标管理制度，人口

持续流入的城市无法通过既有建设用地再配置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人口增长迅猛和产业用地

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城市集聚效应与产业优化升级空间受限，一定程度上损失了经济发展效率。

作为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制度，“占补平衡”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在国家严控耕地不减少的前提

下，要求在省级行政区内，实施“占多少、补多少”的耕地非农化政策①。换言之，在耕地数量、质量和

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原则下，耕地占用主体必须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开垦质量相当、数量相等的耕

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该政策有效

保护了国家耕地和农业的安全。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地区更好发挥产业比较优势、做

强做优做大优势产业。２００８年２月，重庆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地区。同年，地

票交易制度正式实施。其核心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破解城乡生产要素配置长期单向流

动的困境，为广大农民分享级差地租，共享改革红利提供制度保证。具体而言，重庆规定，农村居民

在征得三分之二以上集体村民的同意后，可以申请将闲置宅基地或其他建设用地复垦。复垦完成后

交由当地土地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即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该建设用地指标即为地票，

可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地票交易收益中８５％归农民所有，其余１５％由农村集体获得。同时，农

民对复垦土地拥有使用权。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重庆市已完成８２

场地票交易，成交总面积２２．４６万亩，共４３６．８４亿元，均价为１９．４５万元!

亩。其中，８９．０４％来自

贫困区县和人口持续流出区域；９６％落地于产业集聚与人口密集区域。

（二）文献综述

土地流转与集约利用不仅关系着产业发展模式与结构优化，而且对技术进步和国家竞争力有着

重要的影响（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因此，作为重要的制度创新，地票制度一直受到我国学术界与政策制

定部门的重视。目前，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分析地票制度对“三农”的反哺作用。例如，杨继瑞

等（２０１１）提出在保护耕地和缓解城镇建设用地紧张的基础上，该制度有利于引导城镇资本自发持续

流入三农领域，有利于实现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规划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杨庆媛、鲁春阳（２０１１）

认为，应该从农民财产权转移角度建立地票收益分配机制，从地区发展权的角度构建地票运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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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占补平衡”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数量平衡（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数量质量平衡（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和数量

质量生态平衡（２０１０年至今）三个阶段（李国敏等，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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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冯桂（２０１４）分析了重庆方案对农村土地权利流转的作用，并从保护农民财产权利和增加财产

性收入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陆林（２０１６）建立了开发商参与地票和土地竞拍的模型，模拟了地票制度

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主体可能承担的风险。通过使用土地出让案例模拟，文兰娇、张安录

（２０１６）发现该制度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土地资产价值，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郑沃林、胡新艳（２０１９）采

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了重庆与成都的地票制度，并建议在发达城市中试点城市更新与土地性质

相结合的地票制度。

上述研究丰富了学界对地票制度实施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例如耕地保护、反哺“三农”和土地流

转。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既有文献主要局限于规范分析，缺乏对制度效果的客观评估

和考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政策效果的深入理解。其次，已有研究主要以农村或城镇视角分析土

地资源的配置和反哺效应，缺乏从城乡融合的视角综合考察制度影响。再次，既有文献尚未关注制

度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在客观上，地票制度在实现城市资本对“三农”反哺的同

时，城市自身也获得了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的土地与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城乡融合发展视

角下对地票制度的科学考察和评估，有利于更深入理解制度的功能和效果。

（三）地票制度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以地票制度为代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不仅关系着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资源的优化

配置，也关系着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城市和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它能够有效释放级差地租收益，

引导城市资本流入农村，也能够为城市发展和产业进步提供更大的增长空间。

１．地票制度与企业经营及投资决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跨城乡再配置能够从诸多方面影响产

业发展与结构调整：

第一，非市场化的土地资源配置制约了区域产业的发展，造成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与产能过剩的

难题（袁志刚、邵挺，２０１０；张莉等，２０１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为城市发展和产业集聚

提供新的增长空间，有助于城市和产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发挥产业的协同效应。与原有建设用地

配置方式相比，该方式更具市场化的特点。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效率、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选择是否

参与地票交易获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的交易方式在不同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只有生产

和创新效率最高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地票。长期来看，新增的建设用地不断向最有竞争力的企

业与城市配置，有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的产业集群便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展开协

作，促进行业创新发展（Ｍｕｒａ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第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有利于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要素环境。毋庸置疑，高昂的

土地成本与房地产价格容易导致企业资源错配，最终损失经济效率（Ｃｈａ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陈斌开等，

２０１５）。具体表现为，在微观层面，容易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导致企业创新资源投入不足（王文

春、荣昭，２０１４；余泳泽、张少辉，２０１７）；在宏观层面，大量资本与企业家精神脱离实业转而配置到非

生产性活动上，将严重制约产业创新能力与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发展（Ｗｉｓｅｍａｎ，２０１５）。地票制度有

利于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要素环境。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利于改变企业投资预期。如果产业

发展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空间和增长前景，那么市场需求将通过地票价格上涨引导农村的建设用地

转为城市和产业用地。由此形成城乡建设用地的联动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城市保持合理的房

地产价格，弱化企业偏离主业的投资动机。同时，不断新增的建设用地将削弱企业投资性房地产的

盈利能力。投资性房地产盈利空间的压缩能够为专注实业的企业减负，降低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租

金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改变全社会投资房地产的预期。

第三，地票制度改革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经营成本。毋庸置疑，高昂的房地产价格不仅增加了产

业用地用房的成本，而且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高房价引致的高生活成本客观上要求企业必

须在人力资源方面投入更多成本，这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创新支出产生负面影响，挤压企业

发展空间。通过地票制度对城乡建设用地的优化配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

涨，防止社会资本过度地流出实体经济。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既可以为产业人才的安居乐业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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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也可以有效地缓解产业用地用房的高成本问题。

２．地票制度、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有助于人口集聚和市场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环境。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农村劳动

力的非农转移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助推力。大量富余劳动力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高

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显著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Ｐｅｎｅｄｅｒ，２００３）。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正是农村

人口不断流向城市与高价值产业的结果。地票制度改革能够减少闲置土地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束缚。

无论外出务工或者城市定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收益均能够为农村居民的生活和职业发展提

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不断集中有利于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

环境。尤其对于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使得该行业的发展需要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总体上，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口流入，不仅能够为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提供便利，也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

更多的市场需求。

建设用地流转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对于常年在外

务工的农村人口而言，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生活已成为他们无法割

舍的生活方式。多年在外的务工经历通常意味着他们的子女长期在城市成长和学习。此时，农村难

以满足其子女对生活需要和个人发展的期望，在城市定居和发展成为家庭更好的选择。而户籍制度

改革的深化也为这些家庭定居城市提供了制度便利。由此，地票制度改革带来的流转收益，一方面，

有利于该类人群增加投资提升自我技能，实现满意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们更多地投资子

女教育，使后代获得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子女的城市生活和职业发展提供保障。这些家庭及其子

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投资包括以提高劳动回报率为目标的职业技能学习和培训、以寻求更高

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创业活动。这些活动均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的持续发展（Ｓｃｈｎｅｃｋ，２０１４）。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乡分治的土地政策和产业结构发展滞后的背景下，本文重点关注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研究主线与实证过程如图１所示。通过使用合成控

制法、双重差分法，按照三个步骤进行了评估和检验。第一，考察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的影

响；第二；分别从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角度，对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情况进行评估；第三，中

间影响机制检验与分析。

图１　研究主线与实证过程

—９８—

米旭明 代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双重差分法（ＤＩＤ）、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以及合成控制法（ＳＣＭ）是政策评估研究中最主要的

研究方法。虽然双重差分法的应用更加广泛，但是该方法要求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具有相

同的趋势。实践中，由于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所以极易造成评估结果的偏差。合成控制法

能够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该方法利用大量数据确定控制组，有效避免控制组选择的主观性

和随机性（Ａｂａｄｉｅ＆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２００３）。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大量观测值的加权平均生成一个政

策实施的“反事实”控制组，以此模拟地票制度改革地区在不进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情况下的产

业结构调整情况，然后对比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确定政策实施效果。具体是将２００８年实施的重

庆地票制度作为一项自然实验，然后在同地区、同时期进行对比实验，即特定地区实施或不实施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两种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不同结果，该结果差异即为政策实施效果。

本文通过对其他未实施政策城市的线性组合拟合形成一个与重庆类似情况的对照组，以避免主观选

择对比过程中引起的误差。

（一）研究设计与模型

假设观测到犑＋１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情况，其中，第１个地区（重庆）受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改革的影响，其他犑个地区为控制组。可以观测到这些地区犜期的产业结构情况。使用犜０ 表示地

票制度实施前的年份，满足１≤犜０≤犜。采用反事实框架，对于地区犻＝１，…，犑＋１和时刻狋＝１，…，

犜，用犢犖
犻狋表示地区犻在时刻狋没有实施地票制度时的结果，用犢

犐
犻狋表示地区犻在时刻狋受到实验时的结

果。因此，α犻狋＝犢
犐
犻狋－犢

犖
犻狋为地票制度的政策效果。假设地票制度对于实施前的产业结构没有影响，因

此，当狋≤犜０ 时，地区犻存在犢
犐
犻狋＝犢

犖
犻狋；当犜０＜狋≤犜时，犢

犐
犻狋＝犢

犖
犻狋＋α犻狋。犇犻狋为实施地票制度的虚拟变

量，如果狋时刻地区犻已实施地票制度，该变量取１，否则为０。时刻狋观测到地区犻的结果犢犻狋，犢犻狋＝

犇犻狋犢
犐
犻狋＋（１－犇犻狋）犢

犖
犻狋，因而犢犻狋＝犢

犖
犻狋＋犇犻狋α犻狋。对于控制组地区，存在犢犻狋＝犢

犖
犻狋。仅有第１个地区在时刻

犜０ 后开始受到政策影响，目标是估计α１狋。当狋＞犜０ 时，α犻狋＝犢
犐
１狋－犢

犖
１狋＝犢１狋－犢

犖
１狋，犢１狋是重庆市的实际

产业结构情况，该情况是可以观测的。为了估计α１狋，需要估计犢
犖
１狋。犢

犖
１狋是实验组地区实施政策前产

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假设犢犖
犻狋由如下的模型决定：

犢犖
犻狋 ＝δ狋＋θ狋犣犻＋φ狋μ犻＋ε犻狋 （１）

其中，犣犻是地区犻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变量，δ狋是时间趋势，φ狋是无法观测的共同因子，μ犻是不

可观测的地区固定，ε犻狋是各地区受到的暂时冲击。为了考察地票制度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需要

通过控制组的加权模拟重庆市。为此，需计算犑＋１维权重向量犠＝（狑２，…狑犑＋１）′，满足对任意的

犑，狑犑≥０，且狑２＋…狑犑＝１，有：

∑
犑＋１

犼＝２
狑犼犢犼狋 ＝δ狋＋θ狋∑

犑＋１

犼＝２
狑犼μ犼＋φ狋∑

犑＋１

犼＝２
狑犼μ犻＋∑

犑＋１

犼＝２
狑犼ε犼狋 （２）

假设存在一个向量组犠 ＝（狑
２ ，…狑


犑＋１）′，满足：

∑
犑＋１

犼＝２
狑
犼犢犼狋 ＝犢１狋，…∑

犑＋１

犼＝２
狑
犼犘犼犜０ ＝犘１犜０ （３）

并且：

∑
犑＋１

犼＝２
狑
犼犣犼 ＝犣１ （４）

如果∑
犜
０
犻＝１φ

′
狋φ狋非奇异，那么存在：

犢犖
犻狋 －∑

犑＋１

犼＝２
狑
犼犢犼狋 ＝∑

犑＋１

犼＝２
狑
犼∑

犜
０

狊＝１φ
′
狋φ狋（∑

犜
０

狊＝１φ
′
狋φ狋）

－１狑
犼 （ε犼狊－ε１狊）－∑

犑＋１

犼＝２
狑
犼 （ε犼狊－ε１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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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ａｄｉｅ（２０１０）证明，在一般条件下，式（５）右边将趋近于０，因此，对于犜０＜狋≤犜，∑
犑＋１
犼＝２狑


犼犢犼狋可

以作为犢犖
犻狋的无偏估计，从而有：

α犻狋 ＝犢
犐
１狋－犢

犖
１狋 ＝犢

犐
１狋－∑

犑＋１

犼＝２
狑
犼犢犼狋 （６）

根据式（６）可得到政策效果的估计值。求解的关键之处是确定式（３）中的权重。需要通过选择犡１ 和

犡０犠 之间距离｜犡１－犡０犠｜的最小值 （犡１－犡０犠）′犞（犡１－犡０犠槡 ）。犡１ 表示制度实施前重庆市的特征向

量，犡０表示制度实施前其他城市的特征向量，犞表示对称半正定矩阵。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最优权重犠
。

上述方法能够避免双重差分法检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问题。这是因为，如果无法排除政策

评估中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容易导致有偏的结果，高估政策影响。相对于双重差分法，倾

向得分法采用个体和年份交错的混合数据，能够得到一些改进。但是，该方法难以研究个别区域的

特定情况，同时交错也容易存在匹配误差（苏治、胡迪，２０１５）。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７０个大中城市及相关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客观评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相关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统计口径一致。其他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

金融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四川省成都市在试点过程中出现紧急叫停、长期停摆和规则

修改的情况，因此，剔除成都市数据。最终，整理获得６９个大中城市及相关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

的面板数据。研究样本中，仅有重庆市在观测期内实施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研究变量

方面，借鉴江永红等（２０１６）以及刘友金、曾小明（２０１８）的研究，分别使用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相对

产值、相对就业率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狊狋狉狌）是将第

一、第二与第三产业与总产值的占比加权计算得到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指数越高说明地区产业结

构越高级化。

狊狋狉狌＝∑
３

犻＝１
狔犻·犻＝狔１×１＋狔２×２＋狔３×３ （７）

其中，犻分别等于１、２、３，表示第一、二、三产业。狔犻为第犻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借鉴樊纲

等（２０１１）的研究方法，将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假定２０００年（基期）各项指数取值范围为０～１０，即基期各

地区指数最低为０分，最高１０分。由此得到所有地区在基期的指数分布情况。指数计算方法为：

第犻个指数 ＝
狊狋狉狌犻－狊狋狉狌犿犻狀
狊狋狉狌犿犪狓 －狊狋狉狌犿犻狀

×１０ （８）

然后，分别计算相对于基期，每个地区后续各期指数的得分：

狋年第犻个指数 ＝
狊狋狉狌犻－狊狋狉狌犿犻狀（０）

狊狋狉狌犿犪狓（０）－狊狋狉狌犿犻狀（０）
×１０ （９）

与此同时，分别采用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再次衡量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具体包括，使用工业相

对产值、相对就业率考察政策实施对工业调整的影响；使用服务业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考察对服务

业调整的影响。并借鉴赵祥、曹佳斌（２０１７）及刘友金、曾小明（２０１８）等的研究，将若干重要影响因素

确定为预测控制变量①。具体变量与度量方法如下：对外依存度狋狉犪犱犲为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ＧＤＰ

比值；市场规模ｌｎ狆狅狆为年末总人口的自然对数；创新投入强度犻狀狀狅为地区研发投入与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值；城市化程度狌狉犫犪狀为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土地开发程度狌犪狊为城市建成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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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部分变量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即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由于其他变量上升导致，而不是地票制度改革的作用。

但是，该问题可能并不严重。这是因为：首先，本文研究的时间是一个短期效应。其次，政府干预、固定资产占比等部

分变量在地票制度改革前后是下降的，这就缓解了因地票制度改革影响推动了这些因素的上升而导致产业结构优化

的机制。另外，通过更换或减少部分预测控制变量，变换干预变量，再次进行检验，结果一致。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该

问题的指正和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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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地区创新能力ｌｎ狆犪狋犲狀狋采用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表示；政府干预犵狅狏

使用财政支出与ＧＤＰ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度犳犱犻为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基础设

施水平狉狅犪犱为年末人均实有道路面积（平方米／人）；人口密度ｌｎ犱犲狀狊犻狋狔为人口密度对数值；劳动力

投入犲犿狆狉狅为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劳动力价格ｌｎ狑犪犵犲为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人力

资源犺狌犿犻为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信息技术ｌｎ犻狀狋犲狉为万人互联网用户数的对数；劳动

生产率ｌｎ狉犵犱狆使用人均ＧＤＰ的对数表示；年末金融机构存款ｌｎ犳犻狀犪狀为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

对数；床位数ｌｎ犫犲犱为医疗卫生院床位数的对数。

表１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均值为４．６２６，标准差为１．７０２。这表

明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平均处于中等水平，部分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依存度方面，最小值趋近

于０，最大值为０．４２３，标准差为０．０６３５。市场规模和创新投入强度方面，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均

较小，说明样本地区之间差异较小。对于城市化水平变量，最大值为１００，最小值为１３．９０，标准差

为１９．０２。这表明样本区域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基

础设施水平变量最大值是１１．２０６３，标准差为５．７７。这反映出样本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解释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狊狋狉狌 产业结构优化指数 １２２４ ４．６２６ １．７０２ １０ ０

狋狉犪犱犲 对外依存度 １２２４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６３５ ０．４２３ ０．０００７

ｌｎ狆狅狆 市场规模 １２２４ ６．２１２ ０．６２７ ８．１２９ ３．８６１

犻狀狀狅 创新投入强度 １２２４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００８

狌狉犫犪狀 城市化水平 １２２４ ４６．２４ １９．０２ １００ ０．４４４

狌犪狊 土地开发程度 １２２４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６６２ ０．４９６ ０．０００６

ｌｎ狆犪狋犲狀狋 地区创新能力 １２２４ ７．８５ １．７４９ １２．１５ ４．０２５

犵狅狏 政府干预 １２２４ ０．１４５ ０．７８２ ２７．４３ ０．０４４３

犳犻狓 固定资产占比 １２２４ ５．５５Ｅ－０５ ３．２９Ｅ－０５ ０．０００８ ８．２１Ｅ－０６

犳犱犻 对外开放度 １２２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３ ３．４２Ｅ－０５

狉狅犪犱 基础设施水平 １２２４ １１．２０６３ ５．７７２１ ３５．１７ ２．９

ｌｎ犱犲狀狊犻狋狔 人口密度 １２２４ ５．９７９４ ０．９６８７ ８．２９８５ ４．１８

犲犿狆狉狅 劳动力投入 １２２４ ０．５９１２ ０．３６４９ ３．８０２２ ０．０３２７

ｌｎ狑犪犵犲 劳动力价格 １２２４ １０．０６９７ １．３８８６ １１．３６４１ ８．８２７

犺狌犿犻 人力资源 １２２４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２９８ ０．１５２８ １．８５Ｅ－０６

ｌｎ犻狀狋犲狉 信息技术 １２２４ １３．０５２２ ２．００６２ １７．７６６８ ９．０５２

ｌｎ狉犵犱狆 劳动生产率 １２２４ １０．２３６７ １．４９９８ １３．１５６５ ７．８２１

ｌｎ犳犻狀犪狀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 １２２４ １３．２４ １．２４１ １７．７７ ９．６４７８

ｌｎ犫犲犱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１２２４ １０．３７ ０．９４５ １３．１６ ６．９２４６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合成控制法评估结果

经过ＳＣＭ 计算，确定合成重庆市的最优权重组合。组合具体包括７个地区，分别是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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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福州（０．３６６）、常德（０．０６４）、哈尔滨（０．０６１）、遵义（０．０３８）和三亚（０．０２９）。最大权重地区为

泉州，最小为三亚，权重超过０．１的地区为泉州和福州。上述城市的加权平均能够有效地拟合政策

实施前目标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表２是预测变量的拟合与对比情况。结果显示，政策实施

前，主要变量均非常接近，拟合度非常高。

表２　预测变量的拟合与对比

变量 符号 重庆市 合成重庆市

信息技术 ｌｎ犻狀狋犲狉 １３．９０５４ １２．９２９２

城市化水平 狌狉犫犪狀 ２４．４０１２ ３０．５８７９

劳动生产率 ｌｎ狉犵犱狆 ９．０９６９ ９．７８２２

劳动力价格 ｌｎ狑犪犵犲 ９．５１０５ ９．５７２３

人力资源 犺狌犿犻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４８

对外依存度 狋狉犪犱犲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４０１

人口密度 ｌｎ犱犲狀狊犻狋狔 ５．９４６４ ６．１２７４

图２是实际和合成重庆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结果。结果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间，狊狋狉狌平均差

距为０．０５９，波动幅度非常小；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间，狊狋狉狌差距波动幅度迅速增大，平均差距达到０．９６５，

其中２０１２年高达１．２２２８。总体上，政策实施前，真实与合成重庆市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基本上重

合，能够较好拟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变化路径。政策实施后，真实重庆市的产业结构水平上升明

显，与合成重庆市的差异迅速扩大。

图２　实际和合成重庆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３　重庆市与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二）有效性检验

本文采用随机控制单元的排列检验进行分析。基本思路为：在控制组内随机选择某个地区，假

设该地区在２００８年末也实施了地票制度改革，依据前述方法再次进行检验。如果其“政策效果”与

重庆市的实际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则表明评估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由于较大的平均预测误差表明分析区域的拟合效果不佳，因此，剔除平均预测误差大于重庆市２

倍的样本，共２５个。最后，得到４４个地区的分析结果。图３是排列检验的结果。通过随机选择控

制单元，确定得到重庆市与其他地区预测变动程度的分布。图中黑线代表重庆市，灰线代表其他地

区。结果表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后黑线迅速攀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说明政策效果

明显，其他地区与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相同的概率非常小。因此，评估结果是有效的。综上所

述，可以认为，该政策能够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处置组变换

本文安慰剂检验验证的具体方法是：先在数据中剔除重庆市，然后选择一个没有进行地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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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对照组地区，并用剩余样本合成该地区。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该地区实际情况与合成情况

的差异，考察是否同样存在前述的评估结果。如果评估结果相同或者类似，则说明前文检验结果存

在问题；反之，则证明检验结果有效。

图４　实际和合成福州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５　福州与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由于福州与泉州的合成权重均超过０．１，所以分别对上述两个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图４是福

州地区安慰剂检验结果。可以发现，２００８年前，合成福州能够较好拟合实际福州。但２００９年后，实

际值反而低于预测值。这说明“政策实施”反而降低福州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图５为福州与

其他地区的预测误差分布图。与前述检验方法保持一致，仍然剔除大于福州预测误差标准值２倍的

地区，剩余５７个地区参与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与其他地区不存在明显差别。

同理，分别对泉州、上海与西安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６～１１所示。与福州的安慰剂检验结

果类似，即假定的“政策实施”并没有促进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这再次证明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流转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评估结果是有效的。

图６　实际和合成泉州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７　泉州与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四）双重差分法的对比

为证明ＳＣＭ结果的科学性，本部分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具体研究模型如下：

狊狋狉狌犻狋 ＝β０＋β１狉犲犳狅狉犿＋β２狔犲犪狉＋β３狉犲犳狅狉犿·狔犲犪狉＋β犡＋μ犻＋η狋＋ε犻狋 （１０）

其中，犻代表城市，狋代表年份，狊狋狉狌犻狋表示地区犻在狋年时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若该地区实施流

转制度改革，那么狉犲犳狅狉犿＝１；否则狉犲犳狅狉犿＝０。政策实施前狔犲犪狉＝０；实施后为１。μ犻是个体固定效

应，η狋是时间固定效应，ε犻狋随机误差项，犡是控制变量集合。为了避免采用双重差分法可能存在的偏

误，依据共同趋势假设，选择与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一致的地区。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共有１４

个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同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于是，将这些地区确定为参照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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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实际和合成上海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９　上海与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图１０　实际和合成西安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１１　西安与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体包括包头、北海、长春、桂林、哈尔滨、吉林市、济南、济宁、宁波、武汉、厦门、秦皇岛、宜昌和银川。

ＤＩＤ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ＰａｎｅｌＡ是采用全样本作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ＰａｎｅｌＢ是采用上

述共同趋势一致地区样本作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第（１）（３）列是没有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估计结

果，第（２）（４）列是控制全部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狉犲犳狅狉犿·狔犲犪狉交互项的系数均在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得关注的是，第（４）列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实施地票制度的地区，受到政策

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增加２．０７９９（ｅ０．７３２３）。另外，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源、信息技

术等控制变量均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结合ＳＣＭ 和ＤＩＤ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流转改革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结论是有效的。

表３　双重差分法估计

变量名
ＰａｎｅｌＡ：全样本 ＰａｎｅｌＢ：共同趋势样本

（１） （２） （３） （４）

交互项
０．２０７４

（２．３３４７）

１．０１８６

（５．９９７２）

０．４９４２

（４．１７９１）

０．７３２３

（２．４２４６）

其他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２４２ １２４２ ２７０ ２７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０６８６ ０．７２７９ ０．０１４３ ０．８０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ｔ值。下同。

五、进一步讨论与分析

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城乡配置的制度改革能否促进“人、地与产业联动”的机制形成？换言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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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至城市与产业中，是否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劳动密集型

的服务业集聚？下文将分析地票制度实施对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地票制度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影响

通过经济活动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不断的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

已成为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特征（Ｎｅｕｓｓ，２０１９）。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经济奇迹的背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优化情况并不

理想（余泳泽、潘妍，２０１９）。究其原因，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与重新配

置的限制可能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李力行等，２０１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不仅有利于土地资源向城市转移与配置，促进产业发展与集聚，

而且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和产业的流动，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在有效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转移到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能够为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新的空

间。由此，城市房地产价格高涨对产业和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得到有效缓解（张莉等，２０１７），进而

改善全社会向实体产业配置资源的意愿。对农民而言，闲置建设用地的资本化能够为其追求更

好生活和职业发展提供财务支持。城市的集聚效应与高收入机会也促使更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和产业（Ａｌｏｎｓｏ－Ｃａｒｒｅｒａ＆Ｒａｕｒｉｃｈ，２０１８）。专业分工不断细化能够为迁移人口提供更多服务

业从业机会。

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评估政策实施对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具体影响。具体思路为：采

用工业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考察地票制度对工业调整的影响；采用服务业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考

察对服务业调整的影响。相对产值由地区工业产值与全样本地区平均值之比计算确定，相对就业率

由服务业从业总人数与全样本地区平均值之比进行度量。为了确保拟合效果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选择如下变量作为预测控制变量：对外依存度狋狉犪犱犲、人力资源犺狌犿犻、劳动力价格ｌｎ狑犪犵犲、劳动力生

产率ｌｎ狉犵犱狆、政府干预犵狅狏、人口密度ｌｎ犱犲狀狊犻狋狔、年末金融机构存款ｌｎ犳犻狀犪狀、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ｌｎ犫犲犱和信息技术ｌｎ犻狀狋犲狉。

图１２与图１３是工业情况的估计结果，分别为政策实施对工业相对产值和工业相对就业率的影

响。图中的垂直虚线表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的起始时间。不难发现，在政策实施前的年份

中，工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实际值与合成值拟合情况非常好，说明合成控制法的估计是有效

的。该时点之后，无论相对产值还是相对就业率的实际值均迅速攀升，与合成值的差异迅速扩大。

上述结果表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工业的发展。

　图１２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工业相对产值　　　　　图１３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工业相对就业率

图１４与图１５是服务业情况的估计结果，分别为政策实施对服务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影

响。同样可以发现，在政策实施之前年份中，服务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实际与合成情况的变

化路径拟合一致。此后，服务业相对产值增长迅猛，与合成控制对象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从图１５

中可以发现，重庆与合成重庆在服务业相对就业率的明显差异直至２０１１年左右才出现，即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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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服务业相对产值　　　　　图１５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服务业相对就业率

３年后，相对就业率才发生显著的增长变化。这说明政策实施对相对就业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

效应。另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图中虚线所表示的合成控制地区服务业情况。其变化趋势表明，如

果不存在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该地区的服务业发展将非常缓慢。这正是我国不少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的真实写照。

为了避免ＳＣＭ评估中预测变量的差异来自某些未知或无法观测的偶然因素，本文再次使用

排序检验分析类似情况存在于其他地区的概率。该方法的使用前提是必须确保政策实施前具有

非常好的拟合效果，否则难以说明预测差值是否真正来自制度改革。基于此，本文剔除了政策实

施前ＲＭＳＰＥ值超过重庆ＲＭＳＰＥ值２倍以上的地区①。结果如图１６和１７所示。显而易见，与其

他地区相比，重庆的工业相对产值和就业率的变化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政策实施后，黑色实线沿着

图形上方持续攀升，与其他灰色实线的差距迅速扩大。这表明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重庆市的工业相

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服务业检验结果亦是如此，具体如图１８和图１９所示。仍然值得关注的是相

对就业率的结果。政策影响相对就业率的滞后效应同样存在，随后其迅猛增长，变化幅度远超其他

地区。

图１６　各地区工业相对产值差值分布　　　　　　图１７　各地区工业相对就业率差值分布

（二）中间影响机制研究

理论上，地票交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可以从“人”和“地”两个视角展开。对农民而言，一旦

交易成功，即可获得８５％的收益。该收益能够为农民的迁移、家庭生活的改善、职业的发展、农业生

产的追加投入提供财务支持。城市化迁移、家庭生活的改善、子女教育的增加投入均能够增加当地

服务业的市场需求，促进服务业的有效发展。而城市中更多人口的集聚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源供给，

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另外，受限于教育水平、工作技能、社会关系网络等，农村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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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各地区服务业相对产值差值分布　　　　　图１９　各地区服务业相对就业率差值分布

移家庭通常难以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创业成为其获得更好劳动回报和更高生活满意度的最佳选

择。这些创业活动虽然集中于非生产性的服务业，但它们的发展有利于城市更好地发挥专业化分工

优势，使产业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也就是说，完善的生活服务有利于城市高技能、高收入群体从生

活事务中解脱出来，增加更多的知识密集型、高技能型的工作投入。由此，产业比较优势可以更好地

发挥作用，形成城市居民的高度分工与协作。

１．消费机制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部分从社会消费的视角进行中间影响机制检验，使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检验地票制度是否通过社会消费渠道影

响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大多数城市２００６年之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

据，难以使用ＳＣＭ 方法。这是因为该方法要求政策干预前的数据观测期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

（ｓｉｚａｂ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ｓ），才能够在足够长的时期内追踪处理地区的经济特征

和结果变量。干预前期数量不足，会影响拟合效果。所以，本文采用ＤＩＤ方法。具体研究模型同

模型（１０），因变量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交互项系数均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地票制度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社会消费的增加，进而促进地区产业

结构的调整。该结果的意义在于：虽然受限于研究数据，难以直接考察农民在地票交易中获得的

经济发展成果，但地票制度改革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能够间接验证反哺作用带来的成果分享

与经济效果。

表４　消费机制检验

ＰａｎｎｅｌＡ：全样本 ＰａｎｎｅｌＢ：共同趋势样本

（１） （２） （３） （４）

交互项
０．９０７６

（１８．２１４６）

０．４４３５

（３．６９２２）

１．１１１２

（２３．３１７１）

０．５４９８

（４．２７０７）

其他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３２ ４３２ ３３６ ３３６

Ｒ２ ０．２９４２ ０．９２２７ ０．３９４６ ０．９２７７

２．人力资本机制检验。本部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ＣＧＳＳ）考察制度实施前后，重庆市

农村居民创业发展的情况。受限于学历、工作技能、人际关系网络，农村居民往往难以获得较好的就

业机会，因此，创业成为其增加家庭收入，提升满意度的最佳途径（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８）。

此外，严重的融资约束成为其开展创业活动的“拦路虎”（Ｈｕｒｓｔ＆Ｌｕｓａｒｄｉ，２００４）。地票交易产生的

级差地租分享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的创业融资约束，助力农民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和更高的生活

水平。

由于调查数据中并没有包括地票方面的内容，因此，无法直接评估农户参与地票交易前后的影

—８９—



响，只能间接考察政策实施前后个人选择概率的变化。由于政策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实施，且存在一定

的滞后性，因此，将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的调查数据作为实施前数据，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为实施后数据。具体模型如下：

Ｐｒ（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犻狋 ＝１）＝Ｇ（α＋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犻狋＋γ犡犻狋＋θ犻狋＋ε犻狋） （１１）

其中，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犻狋表示受访者是否个人创业，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犻狋表示受访者是否为重庆农村居

民。犡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民族、户口性质、父亲或母

亲是否为创业者、健康情况、家人收入、是否中共党员等。其中，教育程度按照大专以上、高中到中

专、初中以下分为三种情况，引入高等教育水平、中等教育水平两个虚拟变量；宗教信仰为虚拟变量；

家人收入变量为上一年家庭收入减去受访者个人收入计算得到；囿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的解释和

生成方式未予展示，备索；θ犻狋、ε犻狋分别为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表５是地票制度对居民创业活动影响

估计结果。

表５　人力资本机制检验

ＰａｎｅｌＡ：实施前 ＰａｎｅｌＢ：实施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是否重庆农村居民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０．２４１

（０．１３８）

－０．３２８

（０．１６０）

－０．５０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９７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２３）

性别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１７４）

民族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５９）

０．１３６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３６０）

年龄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９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４２）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３

（５．０８Ｅ－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４）

父亲创业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２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３２２）
０．１４６

（０．０７６０）

母亲创业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８３５）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３６２）

其他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６８７ ２２２４ １６７８ ４３８９ ４３７７ １８０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影响系数为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边际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第（１）～（３）列中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的系数为负，且在１０％水平上显著；第（４）～（６）列中，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的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这说明地票制度实施后，显著的负向关系消失了。换言之，在

政策实施前，重庆市农村居民的创业选择倾向显著低于其他地区；政策实施后，这种情况便不存在

了。这意味着，地票制度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创业。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既有文献（Ｓｉｍｏｅｓ＆Ｃｒｅ

ｓｐｏ，２０１６；李涛等，２０１７；阮荣平等，２０１４）一致。

表５的检验结果是否存在自选择问题？即创业或者创业意愿较高的农户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

地票交易，以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本支持。而没有选择地票交易的农户可能是创业能力不高、意愿不

强的人群？如果上述检验中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的初始条件不完全相同，就容易导致选择偏差。

但是，就本文研究而言，该问题可能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受限于数据，本文无法获得农户层面的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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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票交易数据，所以难以从微观层面直接考察地票制度对农户创业活动的影响。由此，本文从另

一个视角进行间接考察，即利用ＣＧＳＳ调查数据考察重庆农村居民在制度改革前后创业选择水平

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衡量来自和其他地区居民的对比。此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创业选择

变量，解释变量为是否重庆农村居民。该情况下，影响各地区农村居民创业的因素是难以影响其

户籍所在地的。也就是说，考虑户籍制度、居住历史等因素，创业活动并不会影响到解释变量———

是否为重庆农村居民。上述检验能够有效地缓解自选择问题。其次，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进一步评估了参与合成重庆的７个地区。结果发现，这些地区均不存在上述情况。也就是说，地票

改革后农村居民创业水平的显著变化仅存在于重庆市。这说明地票制度能够缓解创业融资约束，

促进农民职业发展。这个视角的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地票制度通过人力资本机制促进了

产业结构调整。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以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区工业和服务业

的发展。具体而言，政策的实施将在短期内显著促进地区工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服务业相

对产值的增长。对于服务业相对就业率，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

另外，中间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地票制度的反哺作用带来的城市资本有助于农民更好分享经济

发展成果，有效改善生活水平，促进农民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这些均能够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

整产生积极影响。当然，上述结论可能与研究区域的既有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与我国发达地区相

比，重庆市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黄群慧，２０１８），因此，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城乡优化配置对工业和

服务业均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达地区，这种促进作用可能主要集中

于服务业。

六、结论与建议

一直以来，我国在城乡和不同省份之间均实施了隔离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方式。在人口加速流

动、经济集聚的背景下，这种配置方式不仅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可能导致城乡

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今，确保农村农业优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

略。加快建立和完善跨城乡的一体化要素市场，从根本上确保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式，则是实现上

述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视角下，客观评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流转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重点关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后，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源再配置对

产业结构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持续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建设用地跨城乡再

配置有助于促进地区产业发展与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其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

有利于促进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政策实施可以在短期内显著促进地区工业相对产

值和相对就业率、服务业相对产值的增长。对于服务业相对就业率，虽然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

性，但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再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可能与

区域既有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地区而言，优化和促进作用在工业和服务业

部门均非常显著；对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达地区，这种促进作用可能主要集中于服务业。最后，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有利于促进社会消费的增加和农民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进而对地区产业

结构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口流动、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化发展的背景下，城乡分隔的建设用

地指标配置方式不仅限制了农村居民通过级差地租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也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为此，相关政策部门应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助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具体政策建议

包括：

第一，加快建立和完善跨省份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有效盘活既有农村地区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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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分步、分阶段地探索跨省份“占补平衡”和建设用

地流转的制度改革。

第二，在金融机构中稳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融资担保业务，根据流转市场的交易情况

和风险特征，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制度，助力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

实施。

第三，在城乡互利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制约土地集约利用和产业发展的既有政策和制度，通过有

效的制度改革确保城乡土地资源、人力资本的双向流动与合理配置。同时，政策部门还应密切关注

低层次产业和“脱实向虚”的资源配置动向，引导既有与新增土地资源有效地配置到实体产业中，进

一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竞争力升级。

第四，充分关注“人、地与产业”的联动机制，积极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相关农民的职业

发展和技能培训工作。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为农户选择进城就业或城乡创业提供职业技

能、生产经营知识、三农普惠金融政策等学习培训机会；另一方面，全面清理不利于地随人口、人随产

业的制度障碍，改革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农民进城落户、城市公共配套服务的均等化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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